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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条款到代码：智能合约的“道德决策” 
 

徐文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摘要：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去信任化功能无法绝对去除履约过程中失信行为的存在。买卖、保理、委托

等弱智能合约因其代码条款的个性化程度高、协商需求程度高而存在大量道德风险因素；人力预言机、

第三方预言机与专家预言机在对物理世界的数据进行验证的情况下极易诱发道德风险。就智能合约开

展道德决策的结构而言，共识层可用于识别道德风险，回滚机制可用于处理道德风险。就智能合约道

德决策代码的写作而言：宜以道义主义原则为主，功利主义原则为辅；宜选择包含触发条件、触发后

果以及触发后果之间逻辑关系的祈使句类型；宜采用 Cicero、CML 等合约模型撰写代码条款。就智能

合约道德决策代码的运行效果而言，既是意思自治原则下计算美德的体现，也是技术治理优于法律治

理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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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7 年，智能合约搭载着区块链火爆出圈。虽然在构成成分上，智能合约与传统合约并无二致，

均包含协商、承诺、履行、救济等过程[1]，但是因它先天自带的可自动执行性、高效率性、强预测性

以及在数据保护上的完整性而备受青睐[2−3]，更因其所搭载的区块链平台具有高度的透明性和不可篡

改性而被大多数人坚信在智能合约中不存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土壤[4]。但果真如此吗？首先，智能

合约之父 Nick Szabo 在其代表作中就曾坦言“智能合约在运行中并非不会存在欺诈、胁迫、不公平等

现象，因为除了合约双方，一定会涉及值得信任的第三方”[1]，该第三方是否真正值得信任，决定着

合约履行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不道德的行为。其次，区块链之所以能够做到去信任化，是因为其直接接

收着有限的外部输入信息[5]，该平台本身的去信任化设置不会产生诚信问题不等于与之相关的数据输

入也不会产生诚信问题，即发生诚信问题的风险较低不等于不需要信任机制的约束[3]。最后，智能合

约在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联中离不开预言机，当预言机受到人力操控的时候，极有可能产生失实

的数据[6−7]，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因此，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智能合约运行机制的愈发

熟悉，“去信任化”无法与“零失信”相等同的事实会逐渐浮出水面。如何在智能合约发展的起始阶

段未雨绸缪地进行干预，以及如何通过代码条款使智能合约中的道德风险因素失去依托，是我们现阶

段应当关注的问题。 

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较少关注智能合约的道德风险
①[8−9]。就国内而言，已有较多文献对

智能合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对智能合约与区块链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展开论证。具体到法学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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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较多文献关注的是智能合约的法律属性与监管机制。不仅针对智能合约是传统合同的替代物还

是单纯的命令执行工具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10]，而且针对智能合约监管的必要性、监管目的、监管方

式也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11−12]。就国外而言，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智能合约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智能

合约的语言特征。具体到法学，较多的是从私法视角观察智能合约的运行特征，针对其合约构造、合

约履行的特点进行描述。例如，针对合约构造，既有从信赖利益出发的论证[13]，也有从合同构成要素

出发的论证[14]；又如，针对合约履行，既有对履行风险集群的观察[15]，也有对合约履行过程进行规制

的建议[16]。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文献针对智能合约的道德风险进行专门观察，也无风险化解的具体建

议。本文的写作目的即在于此，希望通过讨论智能合约中道德风险存在的可能性来论证进行道德决策

的必要性，并通过具体的智能合约道德决策代码条款来展示决策的可行性。 

在论证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不讨论学习型智能合约，即本文所讨论的智能合约仅指通

过预置代码进行道德决策的类型。第二，本文所讨论的不是机器人伦理和机器伦理，前者是对设计机

器人的人类的技术伦理的讨论，后者是对技术人工物行为规范伦理的讨论
②[10]。第三，本文不是要在

智能合约中重现人类的道德决策过程，而是希望通过在智能合约中运行道德决策代码来兼顾合约运行

的效率与公平。第四，本文不是计划通过道德决策去辅助合同的履行，而是希望通过道德决策代码条

款去干预合同的履行，从而间接实现对智能合约道德风险的监管，毕竟常规监管需要确定监管机构、

监管政策，道德决策代码则是嵌入合约履行过程中的代码，是能够有效结合技术与法律的新型风险治

理进路。 

 

二、智能合约运行道德决策代码的可行性论证 
 

合约的实质是承诺，合约的履行是践诺。在践诺的过程中，当事人出于对自身权益的考量，会密

切关注践诺行为的进展、甄别践诺行为的状态、预测践诺行为的后果。在智能合约中，践诺行为的进

展和后果有可自动执行的 if then 语句的控制。但是，践诺行为的状态需要道德决策代码进行识别并处

理：合乎合约道德则流转到自动执行程序，违背合约道德则流转到自动终止程序。因此，本部分所论

证的命题是：智能合约的践诺行为中存在违背合约道德的风险因素，道德决策代码可以对该因素起到

抑制作用。 

(一) 智能合约道德风险因素的生长空间 

智能合约道德风险因素的生长空间既存在于应用场景，也存在于运行过程。前者基于宏观的视角，

着眼于智能合约的应用场景，关注道德风险因素的存在空间；后者基于微观的视角，着眼于智能合约

的具体运行，关注道德风险因素的存在可能。 

1. 应用场景中存在道德风险因素 

虽然智能合约的概念最早由 Nick Szabo 提出，并被界定为“可以通过机器协议自动执行的一系列

数字承诺”[1]，但是该合约形式的内核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用于分发圣水、防止欺诈的机器[11]。既

然智能合约的实质是一系列的数字承诺，允诺人有理由期待自己的践诺行为能够产生预期后果，受允

诺人也有理由期待对方的践诺行为能够受到代码条款的约束[12]。因此，代码条款在智能合约的运行中

切实承担着约束力的功能[13]。例如，以太坊平台上的智能合约以特定的计算机编程语言 Solidity 表达

代码条款，并通过代码条款的生效来推动智能合约的运行[2]。在代码条款中，不仅承载着合约当事人

的合意，使每一方的权限和行为在分布式技术中均呈现出透明状态，而且还包含着双方约定的触发条

件和指令，极大地排除了人为干预进程的可能性。于是，在代码条款的约束下，智能合约呈现出对交

易各方颇具吸引力的特征：降低了缔约成本和司法干预[14]，增加了履约行为的确定性，并排除了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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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可能性[15]。 

但是，对于智能合约代码条款的作用范围却存在需要廓清的迷雾。有学者曾将自动售货机与智能

合约相提并论，并将合约的代码条款与 if then 语句画上等号。然而，自动售货机不过是提出智能合约

概念的 Nick Szabo 用于阐释合约效果的举例[1]，它无法代表智能合约，更无法囊括智能合约的应用场

景。例如，从民法学的意义上解读，自动售货机甚至不是要约而是要约邀请[5]；又如，从智能合约的

特征上解读，自动售货机的代码对于用户而言不可见，不符合智能合约代码条款的“可被观察”特性；

再如，从资源控制的角度解读，自动售货机对资源的控制力是可以通过破坏机器而夺取的，不符合智

能合约对资源的“抽象控制力”特征[16]。也有学者认为智能合约的应用范围有限，因为代码条款无法

表述“合理注意”“合理期间”“审慎义务”等具有一定自由裁量内容的合同术语[5]，也无法根据实时

发生的新情况进行修订[17−18]。然而，智能合约与传统合同在生命周期与生命内容上相同[19]，只是在构

成要素与合同构造、语言表达与运行流程上有所差异。只要作为传统合同标的的各类财产可以被数字

化、被代码所表达，就可以作为标的物存在于区块链智能合约之中[13]。换言之，在物理世界中可以被

传统合同形式所表达的交易，在区块链世界中都可以被智能合约所表达。由此可见，智能合约代码条

款的应用范围广泛，不应被误解为只能适用于金融领域，它可被广泛运用于运输、通信、能源、保险、

证券、电子医疗、临床试验、公司治理、房屋租赁、代币系统、博彩发行等领域[8,17,20]。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智能合约的应用范围广泛，但并非所有智能合约的应用都存在道德风险。以

法律关系的复杂程度以及代码条款的个性化程度为标准，智能合约可以被分为强智能合约与弱智能合

约。前者是指法律关系较为简单、合约代码条款重复利用率较高、个性化程度较低的类型，诸如用于

银行结算、证券交易、自动零售等场景的智能合约；后者是指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合约代码条款个性

化程度较高、协商需求较高的类型，诸如用于代理、融资租赁、保理等场景的智能合约[21−22]。强智能

合约因为自主程度、伦理敏感度较低而具有较少的道德风险因素的生长空间，弱智能合约因为自主程

度、伦理敏感度较高而具有较多的道德风险因素的生长空间(详见表 1)。 

2. 运行过程中存在道德风险因素 

毋庸置疑，智能合约的诸多优势中包括极强的安全性。但是，智能合约的安全性是指它能够通过

区块链技术使交易各方全程透明地掌控交易过程、预测交易后果[16]，并不是指它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

杜绝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在需要人力介入验证区块链外信息的履约环节，依然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

此处以买卖合同为例加以说明。传统的买卖合同的运行机制是：买方支付价款，卖方转移标的物所有

权给买受人。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是：标的物的产权归属如何，价款是否会发生支付迟延，所有权是

否能如约转移。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可以避免的风险点是价款的支付迟延与交付所有权的问题，无

法避免的风险点是标的物的产权问题。因为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中，买卖双方可以通过私钥来验证交易

合意的一致性，通过分布式账本来验证价款的充沛度，通过扣划指令来实现价款的转移与所有权的交

付，唯独无法通过指令直接判断标的物所有权的真实归属关系，需要外部信息予以佐证。此处便是预

言机作用的领域。 

预言机是指能够将区块链外的信息写入区块链内的机制，从而将链上与链下的信息相连接[6]。从

信息推送方向来划分，预言机可以分为输入型预言机和输出型预言机：前者通过将链外信息推送进入

区块链，使物理世界的信息可以被智能合约所观察；后者通过将链上信息推送到物理世界，使链外机

构可以将相关材料交付给指定合约方。就输入型预言机而言，可以根据是否有人力参与的因素将其划

分为机器预言机和人力预言机：前者在链外机器自主运行下向区块链智能合约提供信息，能够根据事

件的发生自动产生数据并推送进区块链，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中的自动预言机[23]；后者在人力的参与下

产生区块链智能合约需要的信息，包括受信任的第三方预言机和专家预言机，是由人类对指定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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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或效果进行反馈与评估的设置，例如对艺术品的评级、对损害的评估、对货品真伪的鉴定[2,23]。

可见，人力预言机类型中的第三方预言机和专家预言机会因为人力因素的介入而存在道德风险因素的

生长空间(参见表 2)③[16]。 

 

表 1  智能合约道德风险因素一览表 

有名合同 自主程度 伦理敏感度 类型归属 道德风险因素 

买卖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供电水气热合同 低 低 强智能合约 少 

赠予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借款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保证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租赁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融资租赁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保理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承揽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建设工程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运输合同 低 低 强智能合约 少 

技术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保管合同 低 低 强智能合约 少 

仓储合同 低 低 强智能合约 少 

委托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物业服务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行纪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中介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合伙合同 高 高 弱智能合约 多 

 

表 2  输入型预言机中道德风险空间一览表 

输入型预言机分类 信息产出 道德风险因素 

机器预言机 机器判断 无 

人力 

预言机 

第三方预言机 
人为判断 有 

专家预言机 

 

智能合约需要预言机，因为预言机可以帮助智能合约在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建立联系[24]，从

物理世界获取智能合约所需要的运行数据并推送进区块链，供智能合约验证真伪[16]。例如，甲乙双方

就货物销售使用智能合约，约定卖方将货物交付承运人后，买方支付货款。问题在于：虚拟世界的智

能合约无法观察到货物的交付情况，需要能够观察物理世界的第三方做出判断，并将判断结果以信息

的方式推送到链上，触发智能合约的自动履行机制，从而自动划扣买方账户上的指定货款。例如，可

在代码语句中设定当预言机返回的数值大于零的时候，视为卖方已对承运人完成了交付，可自动执行

指定货款的支付。虽然智能合约只会使用经过预言机验证之后的数值，但是不同的预言机会有不同的

验证机制，不合理的验证机制自然会产生不可靠的数值[7]，从而使智能合约的安全空间中存在道德风

险因素生长的可能[8]。例如，2020 年分布式借贷平台 Compound 之所以损失 8 000 万美元，是因为预

言机推送的不实信息，使数字加密货币 DAI 发生了谬误[25]。 

(二) 智能合约中道德决策机制的存在空间 

既然智能合约在应用范围与运行机制上存在道德风险因素存在的空间，就应当通过道德决策机制

对道德风险因素进行抑制。如果听之任之，使欺诈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存在，会极大地损害智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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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守信方的利益。此处以欺诈为例说明智能合约受欺诈方的尴尬处境：受制于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性，

受欺诈方难以请求撤销该行为[15]；受制于智能合约用户的匿名性以及区块链地址无法直接反映欺诈方

个人信息的特性[2,26]，受欺诈方难以起诉欺诈方。因此，如果能够通过事前的道德决策机制识别智能

合约履约中的道德风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守信方的合约利益提供充分保护。 

1. 智能合约具有执行道德决策代码的能力 

道德决策机制在运行时所依据的是人类的道德标准，而非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单独的道德标准。

换言之，智能合约道德决策机制与人类的道德决策过程共享一套价值观。也许有人会质疑：智能合约

只是程序，并不是与人类相等同的主体，何以能够执行道德决策代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是否能够执行道德决策代码和决策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能力不具有必

然联系。例如，5 岁的小朋友能够运用“尊老爱幼”的道德规范进行自我约束，却不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其次，是否能够正确地执行道德决策代码和决策主体是否能够意识到决策的道德性不具有必

然联系。例如，在程序的设定下，相应的触发条件会产生相应的触发后果，该后果不受决策主体意识

的影响。因此，智能合约在做出道德决策的过程中所依赖的是“执行”程序，更确切地说，是对道德

决策代码条款的运行。最后，承认智能合约能够执行道德决策代码并不意味着要认可其具有类似于人

类的自主性，因为本文所讨论的道德决策，是将识别不道德行为并予以处理的行为用合约代码予以表

述，道德决策的过程不过是对代码条款的严格恪守，与智能合约的先天特征相符合[27]。 

2. 智能合约具有执行道德决策代码的架构 

智能合约语言由计算机代码、语义和语法构成[7]。其中，计算机代码本身就具有“裁决者”的角

色，能够站在技术的中立地位，对发生的事件是否符合设定进行判断，并根据判断结果流转到各分支

进行自动执行。因此，在道德决策中，只需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计算机代码如何识别不道德的行为？

识别出来之后怎么办？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交由智能合约的共识层来完成。通常而言，智能合约的运行流程如：设定

事件、托管机构、预言机、共识、问责、回滚[7]。根据智能合约的技术架构，共识层所使用的是拜占

庭将军共识协议，该协议的功能中包含对谎言的查验[7]，是在智能合约执行过程中对区块链上每个节

点的数据进行的独立计算；若计算结果不一致，则进行查验[7]。因此，对于智能合约的道德决策代码

而言，其核心思想是充分利用技术达到管理风险的目的[28]，即通过共识层的检验来排除道德风险因素

存在的可能性。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回滚机制来回答。智能合约的回滚机制类似于民事责任体

系中的恢复原状。一旦智能合约识别出来有欺诈等不道德的行为，便无法完成共识程序，直接启动回

滚机制，通过节点的流转将合约数据进行回滚，使之恢复到该不道德行为产生之前的状态。典型的回

滚事件如 DAO 事件。DAO 是一种以“区块链智能合约+民主投票”方式运行的在线投资基金。该基

金的特色在于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就决策行为进行投票，从而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但在一次偶然

的机会中，其中一位成员发现了DAO代码中的漏洞，并利用该漏洞与成员决策权从基金中盗转了6 000

万美元。在征得大部分成员的同意之后，DAO 启动了回滚机制，通过硬分叉的方式对盗窃行为发生

之前的数据进行了恢复[16]。 
 

三、智能合约道德决策的代码条款 
 

采用技术进行道德决策的做法最早可追溯至测谎仪。在传感器的作用下，测谎仪可以通过测试对

象的血压指数、呼吸频率、皮肤温度等对其所作回答是否存在欺诈的可能进行决策[29]。可见，道德决

策并不只是人类思维的专有能力，技术应用也能够实现同等目的。但是，通过技术来进行道德决策必

须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如何使技术道德决策具有可读性？其二，如何将道德判断的标准嵌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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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过程？前一个问题涉及的是用智能合约语言表达道德决策，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如何在智能合

约中嵌入道德决策代码。 

(一) 道德决策代码条款的表达 

与传统合同语言不同，智能合约语言是由一系列计算机指令、公式以及逻辑符号连接而成的[16]。

因此，在智能合约中运行道德决策代码的难题主要体现在合约语言如何表达道德决策，即道德标准是

否可以用代码来表达？表达语句应选择什么类别？表达过程应遵循什么原则？ 

1. 道德标准的可表达性 

不同的语言体系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几乎所有语言都有三大基本功能：逻辑、语义和实用性。

就逻辑而言，所有语言都有逻辑连接词，能够表达句与句之间的转折或并列。就实用性而言，所有语

言的句法规则都能够准确地传递信息。但是就语义而言，不同的语言体系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自然

语言会呈现用语上的复杂性、解读上的多元性、使用上的弹性；计算机语言则会呈现术语上的简化性、

解读上的单一性、使用上的专门性[30]。 

正是因为计算机语言与自然语言有上述的不同，部分学者认为道德标准是无法通过计算机语言予

以体现的，认为“是非对错”本就存于人心、难以说清，道德标准无法用逻辑一致的原理进行描摹[27]。

诚然，“是非对错”是主观的，是发展的，是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去刻画的，但是，“社会共识”是客观

的，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是可以通过一致的标准来表述的。智能合约的道德决策代码并非

旨在通过计算机语言去创建一套“正确”的道德标准，而旨在通过计算机语言去反映当下人类社会“公

认遵守”的道德标准[31]；智能合约的道德决策代码不是对是非题的作答，也绝非旨在通过合约语言去

判断合约当事人的善与恶，而旨在通过合约语言去判断合约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一系列的数字承

诺，从而判断是否满足约定的触发条件。 

2. 代码条款的语句选择 

关于智能合约代码条款的表述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研究。通说认为有三种方式：以传统合

同为原稿进行计算机语言版本的转化译制；将传统合同作为原件，将代码转译文本作为附件；直接用

代码制作合同文本[5]。但以上讨论均是对智能合约产生方式的讨论，并未涉及具体的代码条款如何表

述。参照传统合同可知，条款主要由任意性条款与禁止性条款构成：前者更多是以描述句进行表述，

是对合同双方可以作为的空间的划定；后者更多是以祈使句进行表述，是对合同特定情况的约定以及

对特定行为的禁止。智能合约的道德决策代码要完成的任务正好对应祈使句条款可以达成的功能，是

对合约双方所约定特定情况的触发反应。 

祈使句条款通常以指令性语言体现，根据计算机语言的逻辑表达“做什么”以及“如何做”。该

条款语言不表达缔约背景、缔约目的、当事人关系[20]，只关注触发条件、触发后果，以及触发后果之

间的关系[32]。例如： 

—at time 10.10.2023 transfer 1000 tokens from Bob to John! 

—every two months from 10.11.2023 until 10.10.2028, transfer 50 tokens from John to Bob! 

—at time 10.10.2028 transfer 1000 tokens from John to Bob! 

从所示的祈使句条款中，能够观察到“2023 年 10 月 10 日 Bob 给 John 转了一笔款项，2028 年 10

月 10 日 John 给 Bob 还了该笔款项；其间，John 每两个月如约支付利息给 Bob”的事件。该条款所关

注的触发条件是“在指定日期 Bob 从账户中给 John 转账指定金额”，触发后果是“每两个月从 John

的账户中划扣指定金额给 Bob”且“在指定日期从 John 的账户中执行还款操作”。 

3. 代码表达的基本原则 

运用祈使句条款虽然可以及时有效地观测道德风险因素并做出触发回应，但是该条款所具有的较

强回应性与道德决策应当具备的自主性特征不完全相符合，因为道德决策的过程应当体现出自主性、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1 卷第 2 期 

 

138

 

选择性以及对后果的预测性。因此，在运用祈使句对道德决策进行表述时，还应当注意进行留白处理，

从而为智能合约运用代码进行道德决策提供限定的选择余地，使不道德的履约行为被识别出来之后，

代码条款能够从可选的并行流程中进行决策，并触发相应的处理后果。    

但是，在进行留白处理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处理规则，即道德决策应当以什么原则为导向？若采取

功利主义原则，则处理过程会更多地关注所涉行为将产生的利益与损失；若采取道义主义原则，则处

理过程会更多关注所涉行为可能对合约相对方产生的不当影响。换言之，前者所做的是“计算题”，

符合可计算合同的特征，能够就某一行为对双方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损失进行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和

预置规则选择并行分支[33]；后者所做的是“判断题”，更符合道德决策的需求，能够通过状态的判断

为智能合约真正留出选择的余地。但鉴于功利主义原则主导下会产生大量的计算需求，即需要对所有

可能的结果进行计算并排序[27]，加之合约代码与合约运行平台的代码在计算过程中可能会在运行逻辑

上发生冲突[12]，因此在留白处理的过程中，宜以道义主义原则为主，功利主义原则为辅，即当智能合

约因道义主义原则陷入决策停滞时，用功利主义原则进行兜底决策。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实现道德决

策的自主性，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道德决策的计算量。 

(二) 道德决策代码条款的嵌入 

此处以合同中的虚假产权为例，分别选取了两个智能合约的模型，展示道德决策代码条款的嵌入

与运行。其一，就选取原因而言，两种模型均源于 Clause 公司开发的雅阁项目，该项目的内容针对可

计算合同进行开发，旨在通过代码实现文本合同与智能合约的链接[7]，契合本文的讨论主题，即条款

与代码的转换。其二，就模型含义而言，Cicero 模型包括数据模型、协议文本和可计算逻辑，该模型

的特色在于能够创建可重复使用的智能条款，可以在自然语言中定义协议变量，并通过可计算逻辑表

达自然语言的逻辑衔接；CML 模型包括命名空间、概念、资产、参与者、交易等内容，该模型的特

色在于通过命名空间和概念表达条款主旨，通过自然语言表述条款目标，并通过逻辑判断执行条款内

容。其三，就两种模型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而言，区别在于模型构成要件、模型含义、模型特色不同，

联系在于两种模型均允许合约条款与外界之间进行数据交互，在履约过程中均存在道德风险因素，契

合本文的讨论主题。 

1. Cicero 模型④[7] 

Cicero 模型不仅可以根据自然语言中的道德决策条款创建相应的智能条款，而且能够允许代码条

款与外界数据之间进行交互[7]。因此，该模型适用于有预言机介入的智能合约，能够服务于道德决策

代码的运行。 

(1) 道德决策的合同语言 

Fake Ownership and Penalty. In case of fake ownership, seller shall pay to buyer a penalty amounting to 

penaltyPercentage %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for every penaltyDuration of agreed delivery date. If 

the duration exceeds maximumPeriod, the buyer is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is Contract. 虚假产权与罚金条

款。如果[卖方]对所销售的不动产不享有产权，[卖方]应根据超过约定交付不动产日期的天数向[买

方]支付相当于标的物财产价值[百分比]的罚款。如果[卖方]在超过[最大期间]之后仍未取得产权，

则[买方]有权终止合同。 

在这段合约语言中，存在道德决策的部分“如果卖方对所销售的不动产不享有产权”，做出道德

决策的信息源于预言机对卖方所销售不动产产权的查验。一旦预言机返回的产权信息与链上预设信息

不匹配，则满足合约语言中道德决策的触发条件，自动从卖方账户划扣约定金额的罚金，并将在指定

期间后，赋予买方约定解除权。 

(2) 道德决策的代码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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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ero 模型可以通过定义的方式在代码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实现对道德决策代码条款的嵌入。 

其一，首先需要嵌入对虚假产权行为处理方式的代码条款。例如：通过 Data Model for the 

FakeOwnershipAndPenalty template 表达“虚假产权与罚金模板的数据模型”；通过 Asset 

FakeOwnershipClause extends AccordClause 表达“在合约中嵌入虚假产权条款”。 

其二，嵌入代码条款后，需要建立代码关键词与合同文本关键词的联系。例如：通过 Duration 

penaltyDuration / Length of time resulting in penalty 表达“罚金的计算方式”；通过 Duration 

maximumPeriod / Maximum period before termination 表达“合同终止前的最长期限”。 

其三，在建立关键词的联系后，还需要载明双方当事人在查验产权上的请求权及其行使后果，从

而执行道德决策。例如：通过 transaction FakeOwnershipRequest extends Request 表达“执行查验是否

存在虚假产权的请求”；通过 Boolean buyerMayTerminate 表达“买方是否有权终止合同”的结果。 

(3) 道德决策的逻辑构成 

命名与引入 

namespace org. accordproject. fakeownershipandpenalty 

在 accord project 项目中命名空间虚假产权与罚金 

import org. accordproject. time 

导入 accord project 项目中的时间处理功能 

声明变量 

let agreed = request. agreedName 

声明 agreed 的变量值是请求查验的产权名称 

let diff: Duration = diffDurationAs (now, agreed, ‘days’) 

声明 diff 的变量类型是 duration，并调用函数以“天”为单位计算日期差 

let diffRatio: Double = divideDuration (diff, durationAs (contract. penaltyDuration, ‘days’) 

声明 diffRatio 的变量类型是 Double，并调用函数根据日期差计算罚金 

let penalty = diffRatio * contract. penaltyPercentage/ 100.0 * request. propertyValue 

声明变量 penalty 的值源于根据日期差与罚金百分比计算惩罚系数，再将惩罚系数与所涉财产价值相乘

请求与响应 

request: FakeOwnershipRequest 

请求查验是否存在虚假产权 

//Guard against calling fake ownership clause too early 

避免在履约过程中过早地提出查验请求 

return FakeOwnershipResponse 

返回对于查验是否存在虚假产权信息的结果 

//Return the response with the penalty and termination determination 

返回罚金计算结果与合同终止判定结果 

buyerMayTerminate: diff. amount > durationAs (contract. maximumPeriod, “days”). amount 

当该变量的数值大于合同约定的最长期限值时，买方有权终止合同 

2. CML 模型⑤[7] 

CML 是协奏曲建模语言(Concerto Modeling Language)的缩写。该模型的特点在于：不仅可以通

过定义名称空间与类型表明逻辑关系，而且能够通过物理世界信息的推送完成链上信息的输入[7]。

该模型适合用于道德决策条款的撰写。 

(1) 道德决策的合同语言 

Fake Ownership and Penalty. Incaseof fake ownership [{“except for Force Majeur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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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Majeure }] the Seller shall pay to Buyer a penalty amounting to penaltyPercentage %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for every penaltyDuration of agreed delivery date. The total amount of penalty shall not 

however, exceed [{capPercentage}] %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involved in fake ownership. If fake 

ownership exceeds the [{capPeriod}], the Buyer is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is Contract. 产权虚构与罚金条

款。在虚构产权的情况下，除因[不可抗力外]的情况，卖方应按照超过约定交付日期的天数支付给买

方相当于财产总价值[约定百分比]的罚金。罚金总额不得超过被虚构产权财产的[最大罚金百分比]。

如果虚构产权的状态超过了[最长期间]，买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在这段合约语言中，存在道德决策的部分有两个：其一，通过预言机观察卖方所持有的产权是否

为真；其二，通过预言机观察卖方的虚假权利人的身份是否由不可抗力造成。在预言机返回相关结果

之后，如果卖方的虚假权利人的状态不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则智能合约将按照约定的计算方式自动

从卖方账户划扣罚金，并在指定期限后赋予买方终止合同的权利。 

(2) 道德决策的代码嵌入 

在该模型中，可以通过导引式的代码逐步明确基础概念、触发条件与法律后果。例如：就基础概

念而言，可通过 NameagreedProperty 表达“命名约定的财产”；就触发条件而言，可通过 If the name is 

not returned as agreed, whether it can be corrected?表达“如果查验结果与约定名称不相符合，是否可以

变更”；就法律后果而言，可通过 the “optional” keyword means that if the false name was showed due to 

force majeure, the penalty may be omitted from the request 表达“如果返回的命名不符合约定内容是基

于不可抗力，当事人一方对于罚金的请求可以被忽略”。 

(3) 道德决策的逻辑构成 

请求 

//Defines the input data required by the template 

定义模板所需的外界数据 

Transaction FakeOwnershipAndPenaltyRequest 

执行对虚假产权与罚金条款的请求 

//Are we in a force majeure situation? 

是否符合不可抗力的条件 

响应 

//Defines the output data for the template 

定义模板所需的输出数据 

Transaction FakeOwnershipAndPenaltyResponse 

响应对虚假产权与罚金条款的请求 

Boolean forceMajeure 

观察是否存在不可抗力(该值的结果为真/假) 

//The penalty to be paid by the seller 

罚金应由卖家承担(若值为假) 

Double penalty 

精确罚金的值 

//whether the buyer may terminate the contract 

买方是否有权终止合同 

Boolean buyerMayTerminate 

若状态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最长期间，买方有权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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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能的质疑：智能合约道德决策代码的运行效果 
 

如前文所证，智能合约在应用过程中存在道德风险因素，可以通过代码条款对该因素进行识别并

处理。但是，在道德决策机制运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面对如下质疑：其一，在对道德决策的责任划分

上，失信方可能会逃避对相关责任的承担，质疑道德决策的判断依据，并质疑预言机数据失真情况下

的责任归属[34]。其二，在对道德决策风险治理的效果上，运用代码治理道德风险的方式可能会引发质

疑，或许会有人认为技术治理的范围、力度、有效性无法与法律治理的普适性、强制性、约束性相等

同。本部分将围绕以上质疑进行回应。 

(一) 对决策依据与决策后果的质疑 

1. 计算美德作为决策依据的正当性证明 

失信合约方可能会对智能合约运行道德决策代码的依据产生疑问：认为在智能合约中通过技术控

制实现的道德状态是强迫[35]；认为通过道德决策代码引导的正当行为规范并非发自内心意思表示的行

为决策；认为道德决策的判断方式不是源于人们心中的自然美德，而是试图强制矫正脱轨行为的计算

美德[36]。 

 

表 3  自然美德与计算美德 

行为驱动 知晓行为内容 知晓行为的利他性 行为意愿 行为选项 

自然美德 是 是 有 有 

计算美德 是 是 无 无 

 

自然美德与计算美德有两处区别。第一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能在行为中表露自己的内心意

思。所谓经由内心意思而驱动的行为，需要同时满足三个要件。要件一：行为人对自己即将做出的

行为内容与行为方式是明知的。要件二：行为人对自己即将做出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是明知的。

要件三：行为人在明知前两个要件内容的前提下，依然坚定地做出行为选择，实施了该行为[36]。参

见表 3 可知，在自然美德驱动下的行为，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愿意这样做”的行为。条件

一：行为人对自己即将做出的行为内容是知晓的。条件二：行为人对自己即将做出的符合美德的行

为对自己可能产生的损失是知晓的。条件三：行为人在明知前两个条件内容的前提下，依然坚定地

做出了该行为。对照内心驱动行为的要件，反观计算美德驱动下的行为，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得不这样做”的行为。条件一：行为人知道自己即将做出的行为内容。条件

二：行为人知道自己行为可能产生不利己的后果。条件三：行为人在满足前两个条件的前提下，不

得已做出了该行为。第二处区别在于：是否在行为当时有选择的余地。经由自然美德驱动的行为

主体有自主选择的空间[37]，相反，经由计算美德驱动的行为主体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例如，当

甲知晓 9 点上班会被通报批评的时候，甲可以选择遵守工作纪律 8 点半准时出勤，也可以选择承

受迟到的后果，9 点上班。但是如果系统设定，8 点半以后打卡机不再工作，甲只好 8 点半上班。

此时所体现出来的甲“爱岗敬业”的美德，是迫于技术措施展示出来的美德，并未真实反映其内心

意愿。 

诚然，计算美德与自然美德相比，留给合约当事人的自治空间和自治程度极大缩减，但是当事人

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并且，在意思表示的构造中，从来都没有“动机”这一要素。换言之，是什么

驱使表意人做出意思表示不重要，表意人表露于外为他人所知晓的意思内容最重要。此外，人们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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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随着规制环境的反馈对行为内容与行为方式进行调整。在某个规制环境中：若做出某个行为是违背

道德的，人们会愿意根据该信号调整行为使之符合规制期待；若做出某个行为能够产生效益，人们会

根据该模式调整行为使之能够为自己创造经济价值；若做出某个行为是不可行的，人们会根据该要求

调整行为模式使之能够顺利实现[28]。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性、收益性、可操作性之间的关系

是层层递进、互为补充的：最初总是由道德性引导人们调整行为；当市场逐渐繁荣之后，收益性会呈

现出主导地位；当科技发展变更社会治理方式且技术治理呈现出优势之后，可操作性会成为人们调整

行为的首选。因此，即便智能合约运行道德决策代码是依据计算美德而运行的，行为主体也理应接受

计算美德调整下的行为效果，并承担相应责任。 

2. 不道德方作为责任主体的正当性证明 

在决策依据之外，失信合约方也有可能对决策后果产生怀疑。如前文所述，智能合约中道德风险

因素的生长方式主要有两种：因合约当事人的失信行为所致；因预言机的失信数据所致。对于前一种

风险因素，根据合同法的相对性原理以及民法理论中的“自己行为、自己承担”的规则，道德决策的

责任应由做出风险行为的合约方承担。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后一种风险因素，应当承担责任的一方

却容易产生怀疑，认为不应当由己方承担责任，而应由预言机承担责任。 

首先，预言机虽然独立于智能合约运行，但预言机的采用及运行皆源于合约一方的授权。例如，

合约需要对不动产权利归属进行验证，若无不动产权利人的授权，预言机无法获取相关数据进行验

证。其次，预言机本身不具有法律主体的资格，也没有承担道德风险责任的能力，它不过是一个联

结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工具[2]，能够从物理世界获取指定问题的回答并推送进虚拟空间。因此，

令预言机承担法律后果没有实质意义，并且，《民法典》中所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中也没有任

何一种是可以作用于预言机的专门方式，强令其承担“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恢复原状”等责

任，反而会和民事责任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27]。最后，合约一方作为能够预见到预言机数据造假后

果的主体，应当和具体操纵数据造假的主体共同承担不道德的责任，而不应试图将全部责任归于预

言机本身[38]。一方面，计划通过预言机的验证为己方承诺背书的行为是自益行为，此处可以运用代

理行为理论进行解读，即预言机行为是代理行为，运用预言机验证的合约方是被代理人，代理行为

存疑的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另一方面，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如果确实存在操纵预言机造

假的人力因素，也应当由所涉合约方承担责任之后，再依据其与预言机操纵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追究

后者的责任。 

(二) 对决策方式与决策效用的质疑 

1. 事前决策的合理性证明 

事前预防的成本小于事后救济，不仅能够将可能发生的风险识别出来，更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可

能产生的损失[39]。在事前决策的逻辑下，代码条款可以实现两大功能：事前允许和事前禁止。事前允

许通常是在风险分析之后的事前决策，例如，在新技术推广应用之前，可以有意识地限制新技术应用

的范围，以观察可能产生的后果；事前禁止通常是在风险识别之后的事前决策，例如，在识别某项技

术的应用可能对人身安全产生风险之后，可以有意识地禁止该技术的运用。由此可知，代码条款的事

前约束与法律规则的事后约束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不运用责任机制去实现救济，而是采用风险判断

机制去预防损害的发生。此处参照 MedEthEx 程序[40]，以“服务方提供的技术支持未如约获得授权”

的场景假设为例，来论证代码条款的事前决策相较于法律规则的事后救济更有利于防止不道德行为的

产生。该程序所使用的系统是 Prolog 编程语言的归纳逻辑系统，在“共益原则+利己原则”的框架下

进行赋值计算。根据表 4 的计算结果，方案二更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也更能够有效遏制不道德行为

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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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事前决策赋值计算表 

方案内容 共益性 自益性 计算结果 

方案一：无视权利瑕疵，继续履行 −2 +1 −1 

方案二：识别权利瑕疵，停止履行 +2 −1 +1 

 

第一，共益性原则下的赋值说明。−2 代表该方案很有可能会对他人产生严重的不必要的损害，

−1 代表该方案很有可能会对他人产生部分的不必要的损害，0 代表该方案可能不会对他人产生损害，

+1 代表该方案可能会帮助他人避免一定程度的损害，+2 代表该方案可能会帮助他人避免严重损害。

在该项下对方案一赋值−2 的原因在于：无视某项技术权利的瑕疵继续履行合同，不仅会损害真权利

人的利益，而且会为合同相对方埋下风险隐患。在该项下对方案二赋值+2 的原因在于：识别权利瑕

疵并停止履行，将有利于保护真权利人和合同相对方的权益。 

第二，自益性原则下的赋值说明。−2 代表另一个方案可能会较大幅度地提升自我收益，−1 代

表另一个方案可能会适当增加己方收益，0 代表两个方案都不会增加己方收益，+1 代表该方案可能

会适当提升自我收益，+2 代表该方案可能会较大幅度地提升自我收益。在该项下对方案一赋值+1，

对方案二赋值−1 的原因在于：继续履行合同虽然会损及真权利人的利益并为合同相对方埋下风险，

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服务方的期待；停止履行合同对于服务方的期待利益而言，会造成一定程

度的损失。 

2. 代码约束的功能性证明 

运用规则进行约束是法律治理的主要进路，运用代码进行约束是技术治理的主要进路。前者不关

注行为人的特点与行为方式，重点关注的是某一个行为的后果是否符合立法者的期待，若否，则行为

主体将获得否定性评价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者不关注对行为后果的评价，重点关注的是某一个

行为的方式是否符合代码的路径，若否，则行为从源头上无法发生[41]，自然也无法发生当事人追求的

法律效果。前者的规制效果主要是软规制，即由行为人根据某行为所可能获得的否定性评价而自主调

整行为内容与行为方式，优点在于能够为当事人之间的协商留有余地，并能高度体现意思自治；后者

的规制效果主要是硬规制，即直接通过技术设计来限制行为主体的选择余地、弱化行为主体的决策空

间[35]，优点在于心理成本低[1]、发生争端的可能性小[13]。此处以“要求生产者在汽车生产中使用绿色

工艺以减少环境污染”为例说明二者的区别。在该规定出台之后，生产者为了生产合规，会在新型号

汽车的生产中采取绿色工艺，但与此同时，也会因为该工艺的采用导致成本增加而提升价格。对于提

价之后的新型汽车，原本有购买计划的消费者很有可能会放弃计划。可见，规则约束难以保证能够实

现规制目标[42]。 

具体到智能合约的道德决策代码条款，采用代码约束和规则约束将产生不同的效果。此处以“无

权处分”为例展示二者的区别。无权处分是出卖人在没有所有权或取得所有权后又丧失的情况下对他

人之物进行处分的行为，在处分的过程中，出卖人明知自己没有处分权还与他人缔结财产处分合同的

行为属于不诚信的行为，应当归入合同中的道德风险因素。若采用规则约束，则应适用《民法典》第

597 条，使出卖人在买受人的请求下承担违约责任，对买受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若采用代

码约束，则应通过代码条款的设计使出卖人的处分他人之物的行为变得不可能，即一旦代码识别到出

卖人不享有财产权，则自动终止余下步骤，使不道德的行为无法进入合同履行的程序之中。相较而言，

代码约束比规则约束更加能够保障买受人的权益，因为一旦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存在无权处分行为，

买受人的期待利益会受损，除此之外，还会有时间成本等相关损失。虽然能够通过违约责任制度令

出卖人担责，但责任的归属与责任的承担之间存在不确定空间，买受人的损失不一定能够得到完全

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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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长久以来，智能合约因其本身属性的难辨，以及因其与区块链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被蒙上了两层迷

雾。迷雾一：它是祛除失信行为的利器。虽然智能合约借着区块链平台的特征能够在履约过程中充分

展示自动执行性、不可篡改性等特征，并因此被人们认为是祛除不道德行为的强有力的保证，但容易

被忽略与误解的是，自动执行性所祛除的是在人为干预之下的“应履行而不履行或不当履行”类行为，

不可篡改性所祛除的是在人为干预之下的“擅自更改合同已有信息”类行为。以上两类行为都无法有

效祛除数据造假的行为，而这一行为恰是智能合约履约过程中的最大风险点。迷雾二：它只是执行命

令的工具。事实上，市场是由合同交织而成的，智能市场由智能合约交织而成；在科技的推动下，智

能合约的应用范围已经突破人们最初对它的印象，不再是对 if then 语句的简单执行，而是能够将意思

表示、财产归属、财产流转用代码条款表达的复杂程序，也是能够将平等、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

俗用代码条款表达的合同形式。因此，智能合约可以作为工具，但它不仅仅是工具，它是可以在代码

条款的表达与运行下实现道德决策的类型。 

在智能合约的道德决策代码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失信行为的识别与处理。前者涉及计算机语

言对道德标准的表述，后者涉及计算机语言对处理逻辑的设计。在道德标准的表述上，道德决策要实

现的不是对合约主体善与恶的识别，而是对合约主体践诺行为的约束。通过代码条款的事先约束，不

仅可有效防止践诺过程中失信行为的出现，而且可通过“识别—处理”的自动流程为守信方降低受损

的风险。在处理逻辑的设计上，道德决策要实现的不仅仅是“触发—反应”的简单流程，而是在反应

机制中根据双方的约定为守信方提供能够最大程度补偿损失的选择余地，从而使失信行为被识别出来

之后，不是简单地归入“合同终止”的程序中，而是能够使“赔偿损失”“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

等方式并行。 

我们应当认识到，智能合约运行道德决策代码的过程因为涉及道德、法律、规则、技术，是一项

较大的课题。例如，道德决策的对象还可以根据不同合同履约中的风险点进行细分，从而在代码表述

上更加精致完整；又如，道德决策的运行机制还可以更加优化，从而体现出计算美德与自然美德对履

约方的双重约束；再如，道德决策的责任承担还可以根据智能合约的不同模板进行个性化设计，从而

为守信方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以上议题无不体现出技术治理与规则治理的结合，以及技术治理对合

同风险的有效防御。但十分遗憾的是，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以上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留待日后

行文研究。 

 

注释： 

 

① 已有学者注意到智能合约具有欺诈的可能性。 

② 已有学者对机器人伦理和机器伦理的区别进行了详细阐述。 

③ 除非某个智能合约所运用的是数个预言机共同构成的一致性预言机，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伪造信息发生的可能，但数

个预言机的共识预言机较为复杂，如分布式预言机网络 decentralized oracle networks (DONs)。 

④ 本段中的 Cicero 合同模板来自蔡维德的著作《智能合约重构社会契约》，详见第 127—129 页。 

⑤ 本段中的 CML 合同模板来自蔡维德的著作《智能合约重构社会契约》，详见第 138—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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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lause to code: The moral decision of smart contract 
 

XU Wen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The detrust function of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s cannot absolutely diminish the immoral 

behavior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In weak smart contracts like sales contract, factoring contract, commission 

contract and the like, there may exist a great number of moral risk factors owing to their high degree of code 

clause personalization and negotiation needs. The manned oracle, the third-party oracle and expert oracle 

may easily trigger moral risks in the case of verifying data from the physical world.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 

of moral decision by smart contract, the consensus layer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moral risks, while the 

rollback mechanism can be used to deal with moral risks. In terms of the writing of moral decision code by 

smart contract, it is suggested to take the deontist principle as main principle, to take the utilitarian principle 

as the supplemented principle, to adopt imperative sentences including those logical relative clauses that 

trigger conditions, consequences and logic relationship, and to use smart contract models like Cicero and 

CML to write code clause.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moral decision of smart contract, it not only manifests the 

computing ethics under the autonomy of will, but also exemplifies the advantages of management by 

technology against management by law. 

Key words: smart contract; moral decision; code clause;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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